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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土地、人口、环境等资源约束日趋紧张，提高经济密度已被认为是培育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支撑。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山地省份，独特的地形地貌引致了贵州城市经济密度时空分

布的异质性和影响因素的特殊性。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和面板回归等模型分析了贵州城市经济密度

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近 6年来贵州省 9市州城市经济密度呈现缓慢上

升趋势。其中，贵阳市发展速度最快，毕节市发展速度最慢；（2）贵州 9市州城市经济密度总体差异逐

步缩小，但区域之间的空间聚集效应较低。其中，以贵阳为核心，六盘水和遵义为两翼的重点开发区空

间聚集程度高，而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空间聚集程度低；（3）第三产业占比、单位用地工业值、单

位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和从业技术高等教育人员因素对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最后给

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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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土地利用方式由节约用地向节约集约用地方式的转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

之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早在 2006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土地宏观调控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针对

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工业用地低产出等问题提出要严格控制土地“闸门”的措施［1］。2014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进一步就土地利用提出制度规定，土地节约利用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2］。到 2015 年中

央已经形成了城市增长边界红线、基本农田数量红线以及生态红线，客观上“三根红线”压缩了城市开发空间，倒

逼城市提髙用地集约度，提升城市经济密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髙速增长阶段向髙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的同时必然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国内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莫不是髙经

济密度的城市。作为刻画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城市经济密度表征了城市单位面积上经济

活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3］。在以增长质量为导向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吨位决定地位”正在被“亩产

论英雄”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经济密度已成为追求经济髙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上海，南京等城市已明

确提出以提升“经济密度”作为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标杆。201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的《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6-^0 年：城市星火已燎原》将经济密度作为评价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学术界对城市经济密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空特征和影响因子两方面：（1）时空特征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层

面的全国尺度以及中观层面的区域尺度。宏观层面，全国城市经济密度不断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部

城市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城市下降的格局［4］［5］;而中观层面则以沿海发达地区及江淮城市群等中部区域为研究对象［6］

-［8］，分析城市经济密度区域空间差异；（2）影响因子的研究偏重于各类研究方法的应用。部分文献运用数理统计

分析和 Person 分析研究城市经济密度与生产要素间的相关作用［9］，运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10］［11］研究区域发展

动态变化，引人库伦涅茨曲线描述城市经济密度的发展状况［12］，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分析提炼影响城市经济

密度的各类因子
［13］

;借助 GIS 的叠加分析，空间相关分析研究空间分布特征
［14］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

研究主要以宏观尺度（全国）和中观尺度（省域）为主，鲜见从微观尺度，以市州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具有喀斯特

地貌特征的市州为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来，多数文献偏重于城市经济密度的时空特征分析，较少探究经济密度时

空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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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内陆省份，贵州境内喀斯特地貌约占国土面积的 62%，城市用地资源十分稀缺。

2017 年贵州省颁发的《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管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严格管控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推动城镇空

间从外延扩张转为优化结构，提髙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①”近年来，贵州经济增长迅猛，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 8年

位列全国前 3 名，经济增长质量显著增强，经济密度不断提升，其发展路径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有着较强的示

范作用。本文以贵州 9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引人相对发展速率、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

选取 2011年、2014年和 2016年三个时间节点研究贵州城市经济密度时空变化特征，然后从自然区位条件、资源产

业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功能定位等不同维度分析城市经济密度的演化机理，并结合近 6 年贵州 9 市州经济密

度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进行面板回归，提炼贵州城市经济密度时空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因此，分析

贵州经济密度时空分布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及模型方法介绍

（一）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地形地貌以喀斯特为主，是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全

省辖九个市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土地资

源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且岩溶分布较广；根据 2016年国土资源公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可知：贵州省土地总面

积为 176099Km2,农用地为 147494Km2,建设用地 6973Km2,未利用地为 21632Km2。土地资源呈现立体分布，自然坡度较

大，属于典型的岩溶地貌区域。截止2017年底，全省的年末常住人口 3580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3540.83 亿元
②
。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的贵州统计年鉴（2012 年一 2017 年）、各市州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公报、省国土资源公报及各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等，经整理后形成贵州 9 个市州 2011 年一 2016 年的面板

数据。目前，已有文献大多将城市经济密度定义为单位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三产业产值［5］［7］［13］，而将经济密度定义

为地区产业产值与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19］。考虑到近年来贵州城镇化速度较快，2017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

达到 46.02%，因此，本文仍将城市经济密度定义为单位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三产业产值［5］［7］。

（二）模型方法介绍

1.发展速率和区域动态差异特征

发展速率是测算城市发展能力重要指标，本文采用相对发展率测算贵州省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各市州城市

经济密度相对发展速度，具体计算过程见公式（1）［8］［10］，式中 Y1i和 Y2i分别为各城市 2011 年和 2016 年的城市经

济密度值，Y1和 Y2i分别表示贵州省 2011 年和 2016 年的城市经济密度值。

区域动态差异是研究市州经济密度随着时间演变区域内部呈现出的差别变化。通过引入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刻

画区域差异。其中，运用泰尔指数揭示区域整体差异，变异系数测度区域离散程度，具体计算过程为公式（2）和公

式（3）［8］［10］。式中，n为样本个数，y为全省土地经济密度的平均值，h为各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值，Pi和 P 分别为

各区域城镇面积和总体面积。基于此，分析贵州省不同市州城市经济密度数值上的差异性，为后续不同市州经济密

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做好铺垫。

2.空间自相关

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描述城市经济密度对各区域的相互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关联性。本文采用莫兰指数（Moran

‘s I）来分析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联系性
［14］

，以揭示贵州省不同市州之间城市经济密度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运

用 Arc GIS 和 GeoDa 软件测算分析其空间的分异特征，其计算公式（4）如下：



式中，Xi、Xj为城市 i、j 的规模，区域中共有 n 个城市。I 取值范围为［-1，1］，符号代表空间自相关类型，

0 则表示无空间自相关。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相应因素，此处空间权重基于 K 临近进行空间权重的计算。最近 k

点关系可保证每个空间单元都拥有相同的相邻空间单元个数，避免相邻空间单元个数为 0 的特殊情况，且不受空间

距离的影响，降低内部差异。

基于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贵州省市州城市经济密度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进一步通过局部空间自

相关分析观测地区及其周边区域间的相近水平，其计算公式（5）如上。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贵州省 9 个市州 2011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城市经济密度 LISA值，并通过 Z检验量（P≤0.05）绘制 LISA 集聚图［15］。

3.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构建分析模型。用 yit（i=l，2,…N;t=l，2,…T）表示面板数据，其中，i表示研究区中的个

体数，t 表示研究区中各个体时间序列数据。相较于单独的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分析出更

为真实的方程［16］［17］，其方程式为：

式中，γit表示被解释变量；忍是解释变量；αit和βit表示带估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效应是否与解释

变量相关，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影响因素。

三、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时空形成特征分析

（一）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时间演化分析随着大数据、大扶贫、大健康战略在贵州全省范围内的纵深推进，贵

州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2011 年至 2012 年，贵州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迅速扩大，2012 年起开始下降，逐年向

雷达中心聚集（见图 1），随着各地区的建设用地总量不断下降，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得到严格控制。由图 1 可知，

2016 年各市州的建设用地面积供应均要比 2012 年减少一倍，建设用地的供应大幅度减少。同时，由图 2 可知，由

各市州的二三产业生产值逐年向雷达外缘增加；从 2011 年起，各地区生产值均在逐年增加，二三产业生产值发展均

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一方面，随着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且建设用地供应有限，空间约束越发明显；另一方面，

贵州经济增长日益迅速，而城市经济密度正是刻画土地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内生协调性和发展质量的有效指标。

因此，本文以贵州 9 各市州为研究对象，剖析贵州城市经济密度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影响机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密度指标值及相对发展速率如表 1所示。

图 1责州省各市州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图 2责州省各市州二三产业生产值情况

各城市经济密度中，贵阳市和六盘水市经济密度值相对较高，铜仁市和黔东南州的值相对较低。各市州之间经

济发展差异较大，省会城市贵阳的城市经济密度发展速度变化幅度最大，遵义市和六盘水市两市的城市经济密度发



展速度变化较大；毕节市城市经济密度发展速度最为缓慢，从 2011 年 6.73 亿元/Km2增长到 2016 年 7.19 亿元/Km2，

增长幅度最小；铜仁市和其余三个自治州的城市经济密度呈现相对缓慢变化的趋势，其经济密度值在全省九个市州

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表 1贵州省 2011 年-2016年城市经济密度及相对发展率（土地经济密度单位：亿元/KM
2
）

（二）贵州省市州城市经济密度空间特征

1.总体区域动态差异分析

运用公式（2）和公式（3）分别计算贵州省 2011 年至 2016 年的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演变过程，图 3 呈现的是

贵州全省区域动态差异变化状况。由图 3 可知，由于泰尔指数折线趋势和变异系数折线趋势大体相似，可看出两种

计算方式测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整体而言，随着时间的变化，贵州全省城市经济密度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至于

从局部来看，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密度的局部变化需要僙助空间相关分析模型来揭示不同区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特

征。

图 3责州省 2011 年-2016年总体区域差异变化情况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以 2011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数值进行莫兰指数测算，分析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在空间上是否存在关联性。

通过 GeoDa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用莫兰散点图描述空间中存在的异质性。莫兰指数及统计检验量如表 2 所示，莫

兰散点图分布情况如图 4、5、6 所示。图中的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区域单元与其邻近间的四种空间联系类型：第一象

限为“H-H”，第二象限为“L-H”，第三象限为“L-L”，第四象限为“H-L”。

由表 2 可知可知，Moran’s I 指数的值均为正，表明 2011、2014、2016 年三个年份贵州城市经济密度在空间

上均表现为正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现象。P值小于0.05，|Z|>1.96,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Moran’

s I 逐渐增大，说明各地区城市经济密度空间聚集性逐步增强；这与运用泰尔指数和变差系数测算的全省区域动态

差异逐渐缩小的结果一致。分析可知，2011 年，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呈现较弱的正相关性，到 2016 年时，逐渐向

高正相关性分布发展。由图 4可知，2011 年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呈现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土地利用空间聚集效应总

体较低；土地经济密度值多分布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低土地经济密度的区域较多。2014年，贵州省城市经济密

度值开始呈现出逐渐往第一象限发展的趋势，“H-H”区域分布单元增多，开始往髙值区域发展；至 2016 年，贵州

省城市经济密度髙值区域空间聚集现象在逐渐加强，表明单位面积土地的空间利用效率逐提



表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及检验量

图 4贵州省 2011 年城市经济密度莫兰散点图

图 5责州省 2014 年城市经济密度莫兰散点图

图 6责州省 2016 年城市经济密度莫兰散点图

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1 年，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以贵阳一个城市位于 H-H 聚集类型，遵义市和黔东南州处于L-L

聚集类型，L-H 和 H-L 集聚空间结构尚未形成。全省城市经济密度空间格局表现出以贵阳所处的黔中地区为峰值区

域，周边地区空间分布并不显著的发展状态，这与贵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到的贵州省空间利用效率较低基本相

符③。九个市州中，仅有贵阳市的土地经济密度水平较髙，说明贵阳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较髙，土地利用水平与周边地

区的发展呈现明显差异性。



图 7 2011年责州省城市经济密度 LISA 集聚图

图 8 2014年责州省城市经济密度 LISA 集聚图

图 9 2016年责州省城市经济密度 LISA 集聚图

2016 年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格局有较大变化，H-H 聚集空间结构由贵阳市转变为贵阳市和六盘水市；遵义市转

变为 H-L 聚集类型。土地经济密度呈现以贵阳市和六盘水市的热点区域发展，遵义市密度值较髙的发展，且这三个

城市的发展速率均较快，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空间利用效率较髙，也符合测算的各市州相对发展速率。安顺市和黔西

南州转变为 L-H 聚集发展，说明其自身土地经济密度值相较低，周边地区的土地经济密度值较髙，与周边区域的发

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黔东南州仍呈现 L-L 聚集类型，空间效应不显著的城市减少至 3 个。说明经过 6年发展各市

州之间土地利用水平在逐渐缩小、其经济水平和土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总体而言，受自然区位、产业发

展和资源配置及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贵州城市经济密度空间分布形成了以贵阳市为核心，以黔北遵义和黔西六盘

水为两翼的空间格局，组团式特征明显，而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空间聚集程度低，空间相关程度低。

4.内涵分析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贵州城市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一体两翼式结构，即以省会城市贵阳为核心，逐渐向黔西黔北

两翼城市带发展。贵阳作为黔中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属于国家级重点开发区，交通通达度髙；二三产业发展良好，

城市经济密度髙，具有较强的聚集辐射力。作为两翼城市带发展的六盘水和遵义，其大部分区域属于省级重点开发

区域，城市发育程度较髙，逐渐形成围绕核心城市发展的不同等级集聚区，城市经济密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概括

而言，贵州城市经济密度空间格局呈现“L-L”“L-H”聚集类型的地区，分别围绕核心-两翼城市发展。其中，限制

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区域集聚性较弱。未呈现出空间聚集效应的市州中，如毕节市、铜仁市和黔南州主要以髙山农

业牧业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进行发展定位，空间集聚效应尚未明显发挥。借助空间相关分析，发现贵州城

市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体两翼的格局，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引致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接下来运用面板

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3责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指标



四、责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政策体系等不同，贵州省不同市州拥有不同的资源要素，不同的资源要素聚集发

展成各不同的主导产业。近几年利用“后发赶超”优势，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中，各市州纷纷成立新兴经济产业功

能区，形成不同的土地利用功能区。土地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要素流动形成新的空间利用结构，对城市经

济密度的影响因素也是多维的。紧扣贵州省当前发展的状况，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等原则，结合指标数据

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本文分别从城市的产业状况、经济发展、城市土地投人、经济效益和区位条件等五个维度出

发，构建贵州市州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18][19]，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提炼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具

体指标体系如表 3所示）。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为避免在模型估计中出现伪回归现象，使估计结果有效，将贵州省 9个市州的各因子进行 unitroottest平稳性

检验，确认数据序列是否平稳。检验发现数据序列存在单位根，属于不稳定序列。需要对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将各个数值处理为同阶序列，再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进行协整检验，通过 Kao检验样本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得到在 Kao 检验下，P 值为 0.000,该结果说明拒绝原假设，表明可进一步对样本进行模型构建分析。分析发现，贵

州省 9个市州 2011年至 2016 年 11 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存在截面宽时序短的特点，不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

表 4 EViews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统计检验量

由表 4可知，模型检验统计量的调整#为 0.97,表明该模型变量的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 1.58,接近于 2,表示最

终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数据有较好独立性，适合模型分析。F 检验量的伴随概率为 0.000,小于

0.01 显著性水平，说明该模型个体固定效应适用于本文分析，其得到的变量可靠及有信。

表 5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 EViews 面板回归结果

由表 5可知，最终留在模型中的变量仅有 X：、X2、\和\四个变量，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

单位面积在岗技术从业人员和高等教育人员和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入等四个变量的 t 检验的伴随概率均小于 0.05

（给定显著性水平为 0.05），说明这四个变量对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较为显著。根据分析结果可得到面板数

据回归模型为：



（三）贵州省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计算公式（7）可知，第三产业占比、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在岗从业髙等教育和技术人员及单位用地固定资

产投入，对城市经济密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第三产业占比影响作用较大，对城市经济密度间的作

用程度为 0.89;其次，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的作用程度为0.36;单位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对城市经济密度也具有一定的

正向影响，其作用程度为 0.40。最后，从业人员、技术人员和高等教育人员的作用程度为 0.21。

相较于第二产业而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用土地资源较少，创造的主要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无形产品。

因此，第三产业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对经济增长有着较髙的贡献。2016 年贵州全省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

49.0%，带动经济增长 5.1个百分点。实际上，贵州有着良好的气候资源、独特的山地条件以及喀斯特地貌，客观上

促进了各市州山地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三产经济比重不断提髙，增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自 2006年起，贵州每

年举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12 年对生态文化旅游进行创新区规划，制定旅游业转型升级政策，为旅游业发展提供

支持条件，逐步把旅游业发展成为全省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2016 年全省旅游总人数 5.31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41.2%。其中，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5.30 亿人次，增长 41.3%;接待人境旅游人数 110.19 万人次，增长 1%。实现旅游

总收人 5027.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1%。与此同时，近年来，贵州不断加大信息化发展，建立了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贵安大数据产业区等平台，打造了“大数据”产业，进行信息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将“大数据”运

用于各领域里，产业融合度不断提升。总之，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对贵州城市经济密度的提升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益也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排名均位于前列，分别在 2013

年位居于全国第二④，2015 年全省固定投资增速全国排名第一⑤。随着贵州省逐渐加大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入力度，

土地投入产出效益明显提升，极大地提髙了贵州市州城市经济密度。尤其随着贵州省交通道路、基础设施等不断完

善，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投资不断增长，为提髙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

也提升了贵州省的城市经济密度。此外，人力资本要素（包括从业人员和技术人才等）对提升城市经济密度有着一

定的促进作用。任何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均需要人力资源的投入，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提髙城市经济密度。实

际上，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直接制约着其他资源的利用和成效。为加强人力资源要素的聚集，发挥各市

州人力资源优势，贵州省实施了“黔归人才”，“齡灵聚才”等人才工程，通过积极引入高质量人才，增大研发成

本，提髙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了贵州省市州城市经济密度。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了贵州城市经济密度演化的时空分布，借助面板回归等模型剖析了贵州城市经济

密度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测度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机理的研究框架，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由于

特殊的自然区位因素和喀斯特地貌类型决定了贵州不同市州选择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引致不同市州城市

经济密度演化方向各异。从宏观层面看，贵州省市州城市经济密度总体缓慢上升且整体差异逐步缩小；从微观层面

看，作为黔中经济区核心节点城市和省会城市，贵阳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2011-2016 年期间毕节

市、铜仁市以及黔南州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明显。随着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不断提升区域空间利用

效率，不断提髙城市经济密度，就必须拒绝“以土地换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切实提髙单位土地面积投入产出

水平，实现土地资源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发展，助推城市经济增长由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市州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动力机制以及政策措施存在着差异性，城市经济密度演化不仅仅体现为空间上的相关性，

其发展演化本身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今后还可以从政策驱动、路径依赖等维度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①http：//www.gzgov.gov.cn/xwdt/djfb/201712/t20171207_1084774.html

②数据来源：2017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贵州省省政府公报室.贵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R].贵州省人民政府，2013,（7）.

④http：//WWW.gz.stats,gov.cn/tjsj_35719/tjfx—35729/201609/t20160929_1064693.html

⑤http：//www.gz.stats,gov.cn/tjsj_35719/tjfx_35729/201609/120160929_1064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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